
 

 1 

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 

空间特征及动力机制 

李正昕
1，2

 徐维祥
1
 刘程军

11
 

（1.浙江工业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所，中国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树人大学 管理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文章重构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进行

协调发展类型分区并剖析其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长三角县域根据三次产业协

调发展水平可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以及低度协调发展区，其中高度协调发展区在空间格局上以苏

南地区集聚为主。②长三角县域整体及三大类型分区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且空间异质性逐渐减弱。③技术

创新、基础投资、金融服务、财政支出、“互联网+”五大机制对长三角不同类型分区的影响效应均存在空间异质性。

因此，应本着异质性区域差异化指导的原则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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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经济，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重要桥梁，也是

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其发展与壮大对于国民经济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辐射［1］。而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县域产业协调系统具有紧密联系，县域产业协调系统主要包含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县域内部

及县域间在产业发展上的合理分工，是提高县域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是县域经济得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2-3］

。同时，协调

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产业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四大方面的重要物质基础［4］。 

长三角在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区域划分由最初的 2 省 1 市到 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 3 省 1 市，政策部署也逐步提升为

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长三角的建设进入转型提升、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高质量”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强调在产业协同的过程中明晰产业分工定位，进而协同创新、发挥合力，从县域层面来看，想要进一步消除市场壁垒，真正融

入到区域整体的发展中必先要求自身的产业达到一定的协调发展水平，只有夯实本地产业基础，才能以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

加入整体区域价值链。在此背景下，研究县域经济的产业协调发展及其动力机制尤为重要。 

关于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学者研究较多，主要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集中研究二产与三产的协调发展。唐晓华等测度了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认为两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由初始的失调阶段逐渐发展至良好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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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并通过仿真分析得出存量资源优势是两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来源［5］。杜传忠等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测度了京津冀与

长三角两大经济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程度，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有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以此推

进制造业的发展
［6］

。张虎等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两产业协调发展的正向

溢出作用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7］。刘胜等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分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
［8］。此外，众多学者认为促进两产协调发展的因素包含了人力资本［8-9］、基础设施［9，25］、“互联网+”［8，10，26］、产业政策［11］等多方

面内容。可见，学者们的研究更多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或者二三产内细分行业的协调发展关系，仅有少数文献将第一

产业引入研究，如徐华剖析了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从理论上提出在产业技术的跃迁、产业之间拉动、产业链条的

衍生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三次产业得以协调发展［2］。 

整体而言，以上文献为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方面，现有文献多分

析二三产间的协调发展，较少引入一产进行研究，虽有文献探讨一二三产业协调关系，但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相对缺乏三次

产业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国内文献涵盖了京津冀［6］、长三角［4，6，10］、东北地区［12］等研究区域，覆盖相对全面，但

空间表现方面仍以省域为主［4］，并未深入到市域甚至是县域地区。 

鉴于此，本研究拟选取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除市辖区之外的 95 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以 2006—2016 年为研究时间，探索三次

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动力机制。首先构建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县域的三次

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并进行协调发展类型分区；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熵权层次分析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计算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各指标的复合权重，兼顾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赋权优势
［13］。第一步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三级指标进行主观赋权，通过专家对两两指标比较重要性予以评判，权重记为 Wi。第二步采用熵

权法对三级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由数据本身反映自带信息，权重记为ωi。第三步利用公式：λ= 计算出复合权重。 

1.2耦合协调度模型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可用耦合协调度来模拟，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各产业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协同程度，以解决

某一子系统达到临界状态后会转向另一系统的结构模型。根据 Li 等［14］、刘承良等［15］的研究，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依据下式

进行构造： 

 

式中：Ct 为一二三产业的子系统的耦合度，Ct∈［0，1］；U1，U2 和 U3 分别表示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Ιt 指综合协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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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反映三个子系统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本研究将三次产业的贡献均分，所以 n取值为 3；CDt为耦合协调度，用以

表示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水平。 

1.3空间自相关 

以 Moran'sI指数来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若存在空间自相关，则表示应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16］。 

1.4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考虑到区域经济问题中空间依赖性的重要性，参考 Elhorst
［17］

的成果，本研究将初始模型设置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DPM），

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参数进行估计。随后，利用 LR检验和 Wald检验来对原假设进行验证：H01：SDPM可以简化为空间滞后面板

模型（SLPM）；H02：SDPM 可以简化为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PM）；若 H01 和 H02 同时被拒绝，则应选择初始的 SDPM。其具体表

达式如下： 

 

式中：Yit为 i 县域在 t 年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度；Yjt 为 j县域在 t年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度；Xjt为 j县域在 t年的各

驱动因素；Wij为行标准化后的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权重矩阵同样依据两县域之间的弧度距离 d来构建（1/d2）；

ρ、β、θ为系数向量，当θ=0时，SDPM模型简化为 SLPM模型，当θ=-ρβ时，SDPM模型简化为 SEPM模型。按照该模型分别

对几大类型分区进行空间计量回归。 

1.5数据来源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18］，县域经济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因此市辖区不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除市辖区之外的 95个县域①2为研究单位，同时以 2006—2016年为时间区间，对县域三次产业

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做进一步实证分析。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江

苏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市县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借鉴相关研究的做法［19-20］，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全。 

2 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空间分异 

2.1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而县域产业协调系统主要包含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以及产业

发展上的合理分工。杜传忠等从发展结构、发展效率、发展潜力等方面对产业协调发展进行指标的构建［6］；张虎等则从产业规

模、经济效益、成长潜力以及环境约束四个角度来选择耦合协调模型的变量［7］；陈学云等从绩效指标、成长指标、规模指标三

方面进行研究，综合考虑以上学者的研究及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涵
［21］

，本研究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典型性及数据可得

性等原则，从产业结构、产业效益及产业潜力三方面构建了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表 1）。 

表 1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2①安徽省池州市未公开相应县域统计数据，因数据缺失原因本研究未将东至县、石台县、青阳县列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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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具体指标 单位 权重 

  产业结构 农业增加值比重 % 0.2152 

  产业结构 农业从业人员比例 % 0.1393 

农业 1/3 产业效益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0.2072 

   人均粮食产量 t/万人 0.1280 

   农业就业增长率 % 0.1171 

  产业潜力 农业机械化水平增长率 % 0.1932 

  产业结构 工业化增加值比重 % 0.2071 

  产业结构 工业从业人员比例 % 0.1747 

工业 1/3 产业效益 工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0.1870 

   工业产值利润率 % 0.1323 

   工业就业增长率 % 0.1441 

  产业潜力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 0.1548 

  产业结构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 0.2065 

  产业结构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 % 0.1879 

服务业 1/3 产业效益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0.1536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人 0.1367 

   服务业就业增长率 % 0.1454 

  产业潜力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 % 0.1699 

 

2.2总体特征分析 

2.2.1热点分析 

为了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各县域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聚情况，本研究测度了 2006—2016年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 Getis-OrdG*i

指数并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显示（图 1）：2006—2011年，热点县域从 19个减少至 18个，减少县域为温岭，热点分布区域集

中于以张家港和昆山为代表的苏南地区，以及以慈溪为代表的环杭州湾地区，冷点县域数量未发生变化，但冷点的显著性明显

降低，主要分布于以岳西、宿松为代表的皖南地区，以旌德、泾县为代表的皖东地区，以及以嘉山为代表的皖中地区；2011—

2016 年，热点区域从 18 个减少至 14 个，减少县域为诸暨、海宁、桐乡以及平湖，冷点区域从 20 个减少至 14个，减少县域为

桐城、庐江、枞阳、肥东、定远以及含山。可见冷点区逐渐弱化，且热点区向以张家港及江阴为代表的苏南地区集聚。 

2.2.2协调发展类型分区 

本着区域异质性的原则，根据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对长三角县域进行类型划分，可对不同分区内部三次产业协调

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利用 ArcGIS10.4聚类分布制图工具集内的分组分析工具，可以在一定的空间约束条件

下对要素属性进行分组［18］。为尽可能展示数据的客观性，本研究不限定空间约束（即空间约束参数选择 No Spatial Constraint）。

同时，分组分析的组数应参考伪 F统计量
［18］

，经过比较 2-10组伪 F统计量大小后，选取了伪 F值最高值对应的 3组，2006、2011、

2016 年的分组结果如图 2 所示，根据各组内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特征，分别将各组命名为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

区、低度协调发展区。其中，高度协调发展区县域数量变化较为明显，2006、2011、2016年数量占比分别为 14.74%、15.80%、

18.95%，呈现出逐渐上涨的趋势，且在空间格局上由分散状态向以张家港、江阴、昆山等为代表的苏南地区集聚。参考相关研

究做法［21，25］，基于 2016 年分组结果更接近于当前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现状，后续研究均以 2016 年的分组结果为分析基础，表

2为 2016年的分组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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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年分组分析结果统计 

地区 县域数量 协调发展水平均值 

长三角整体 95 0.636 

高度协调发展区 18 0.687 

中度协调发展区 45 0.653 

低度协调发展区 32 0.569 

 

 

图 1冷热点空间格局 

 

图 2分组结果 

2.2.3分区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聚类格局，本研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基于距离邻近（1/d2）

的空间权重，计算得到 95个县域在 2006、2011及 2016年的全局 Moran'sI指数，见表 3。 

表 3分区空间自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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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长三角整体 高度协调发展区 中度协调发展区 低度协调发展区 

县域数量 

指标 

95 18 45 32 

I Z P I Z P I Z P I Z P 

2006 0.679 8.290 0.000 0.320 1.989 0.047 0.608 4.183 0.000 0.599 4.631 0.000 

2011 0.662 8.092 0.000 0.267 1.894 0.067 0.602 4.132 0.000 0.518 3.966 0.000 

2016 0.547 6.746 0.000 0.172 1.601 0.095 0.577 4.087 0.000 0.355 2.837 0.005 

 

由表 3可知，长三角整体的 Moran'sI指数在 3年间分别为 0.679、0.662及 0.547，均通过了空间自相关显著性检验，这说

明长三角县域整体具有显著的集聚态势，但随着时间变化，空间异质性逐渐减弱。同时，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在

三大区块分别呈现出持续显著的集聚态势，计算所得的 Moran's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性。 

3 长三角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根据空间自相关的检验，长三角整体区域、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以及低度协调发展区的 Moran'sI指数均大于

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不同分区内三次产业协调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聚集现象明显。因此本研究选取以下变量，将

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利用 MatlabR2016a分别对长三角整体以及三大分区进行详细分析。 

3.1变量选取 

3.1.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指各县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coor_dep），来源于前文对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指标的构建及计算结果。 

3.1.2解释变量 

为提升长三角县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需探究其动力机制。徐华等认为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分为一般机制

和特殊机制，其中一般机制包含了产业技术的跃迁机制以及产业间的拉动机制，特殊机制包含了产业链的衍生机制等［2］，本研

究基于徐华等提出的理论框架［2］，充分吸收了张虎等［7］、赵明亮［22］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科学性和关

联性，选取技术创新、财政支出和金融服务三大指标为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一般机制，基础投资和“互联网+”两大指标为特殊

机制。 

①技术创新（tech）作为一般机制中的产业技术跃迁机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能加快产业

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一个地区的技术专利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该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本研究用人均专利

申请授权量来表征技术创新程度。 

②财政支出（fiscal）作为一般机制中产业间拉动机制，是改变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较为直接的方法。一方面，财政资

金具有引导作用，能撬动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县域经济，更快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23］

，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对金融机构产

生干预，并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24］。本研究用人均政府财政支出额度来表征财政支出力度。 

③金融服务（finance）作为一般机制中的产业间拉动机制，对三次产业均有带动作用，长三角区域发达的民间资本为金融

服务的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24-25］。具体而言，除各银行的信贷为县域做出间接融资服务之外，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也可通过上

市、新三板挂牌和融资、并购重组等手段进行直接融资，相关产品也可进入市场交易。本研究用人均金融贷款余额来反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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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 

④基础投资（infras）作为特殊机制中的产业链衍生机制，是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桥梁。县域的基础投资包含了交通

物流、水利基础设施、现代能源体系构建、信息化基础配备等的建设［27］，本研究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来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水

平。 

⑤“互联网+”（internet）作为特殊机制中的产业链衍生机制，被认为是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润滑剂［28］。在“互

联网+”背景下，三次产业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互联网+”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加快了经营主体重构，推动全产业链条的转

型升级。本研究用互联网用户数占县域人口数的比重来反映“互联网+”水平。 

本研究首先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并做进一步的 

Wald、LR检验以及 Hausman检验以确定最终计量模型，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基于matlabR2016a进行SDPM估计，显示了各项检验结果。其中，长三角整体空间滞后项的LR检验（估计值为13.035，p=0.024）

以及 Wald 假设（估计值为 13.113，p=0.023）说明应拒绝空间杜宾模型能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的原假设 H01：θ=-ρβ，类似

的，由于长三角整体空间误差项的 LR检验（估计值为 12.980，p=0.012）以及 Wald假设（估计值为 13.039，p=0.036）也说明

应拒绝空间杜宾模型能转化为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 H02：θ=0，因此，对于长三角整体区域而言，应拒绝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

误差模型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同理可得，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和低度协调发展区也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同时，

使用 Hausman 检验来判断采用随机模型还是固定模型，根据显示的结果发现长三角整体、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和

低度协调发展区的检验结果均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由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3.2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3.2.1解释变量的主效应分析 

在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低度协调发展区，各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分别为 5.6797、

3.1104、1.2042，均通过 0.05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高度协调发展区内，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在主效应方面表现为，技术创

新、财政支出、金融服务、基础投资和“互联网+”均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中度协调发展区内，技

术创新、财政支出和金融服务三大机制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低度协调发展区内，主效应方面产生

显著正向影响的只体现在两大机制：财政支出与金融服务。 

3.2.2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8 

Lesage 和 Pace［29］用偏微分的方法来解释空间溢出效应，在加入空间因素后的各指标不可单独观测其回归系数，而应分为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来分析。具体而言，直接效应是指本县域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变化的均

值。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与模型系数估计不同的原因在于反馈效应，反馈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它对本县域的影响会出传递给邻近

县域，并把邻近县域的影响传回这个县域本身，且 SDPM的估计系数值等于直接效应减去反馈效应的值。间接效应是解释变量的

空间溢出效应，其变动会导致邻近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变化，反映了其他县域解释变量对本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

平的影响。 

技术创新、基础投资、财政支出、金融服务、“互联网+”5个解释变量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高度协调发展区的基本表

现为：①直接效应的贡献强度排序：“互联网+”>金融服务>技术创新>财政支出，其中“互联网+”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2.89，远

高于其他解释变量，其次，4个显著变量的反馈效应分别占直接效应的 8.19%、4.60%、-3.07%、1.90%，说明在该类型分区中“互

联网+”在影响相邻县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度后反过来影响自身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程度最高。②从间接效应来看，只

有“互联网+”显著影响邻近县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且该机制对本身和邻近县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度影响的比例为 1∶

0.86。因此，对于高度协调发展区而言，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只有“互联网+”才能发挥整体带

动作用，建立以“互联网+”为载体和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充分拓展产业链，是提升该层级区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最佳

途径之一。 

中度协调发展区的基本表现为：①直接效应的贡献强度排序为：技术创新>金融服务>财政支出，反馈效应分别占直接效应

的 0.38%、-1.05%、1.10%，这说明在中度协调发展区内，三个变量的反馈效应均相对较小。②从间接效应来看，只有技术创新

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度呈现显著性影响，具体而言，技术创新对本县域和领域的影响比例为 1∶1.06。可见，对于中度协调发展

区，技术创新对自身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的同时对领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产业进入到中

度协调发展程度后，更多的企业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低度协调发展区的基本表现为：①直接效应的贡献强度排序为：金融服务>财政支出，且金融服务直接效应的系数为 1.54，

远高于财政支出，两个变量的反馈效应分别占直接效应的-2.25%、3.76%，反馈效应相对较小。②从间接效应来看，财政支出呈

现显著性负向影响，对本县域和领域的影响比例为 1∶-1.33，基础投资对自身县域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对邻近县域的正向影响

显著。鉴于此，在低度协调发展区，金融服务和财政支出是对县域本身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较大的两大机制，主要考虑对

于低度协调发展区而言最需要的是资金的融通。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可将长三角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和低度协调发展区，其中高度协调发展

区县域数量逐渐增多，在空间格局上以苏南地区集聚为主。长三角县域整体以及三大类型分区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均具有显

著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随着时间发展空间异质性逐渐减弱。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基础投资、金融服务、财政支出、“互联网+”五大机制对长三角三大类型分区具有不

同的影响。在高度协调发展区内，五大机制均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中度协调发展区内，技术创新、

财政支出和金融服务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低度协调发展区内，只有财政支出与金融服务对三次产

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进一步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在高度协调发展区内，“互联网+”是最关键的机制，

对于县域本身和邻近县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整体带动作用；在中度协调发展区内，技术创新成为该区域内最重要的机

制，对县域自身和领域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均有较大提升作用；在低度协调发展区内，金融服务和财政支出对自身县域的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都有正向影响，同时基础投资对相邻区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财政支出对领域有负向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本着异质性区域差异化指导的基本原则提出相关建议，各县域应当根据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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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动力机制的加强，优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环境，改善相关扶持政策，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各分区的具

体加强重点如下：①高度协调发展区应重点加强“互联网+”的应用。该类型分区内的县域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发展特点、资源优

势等，积极建立以“互联网+”为载体和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与旅游、农业、教育、能源产业等的结合，充分拓展产业链，

从而促进县域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②中度协调发展区内应重点加强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新技术的发生影响生产要素、改变

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等，从而提升本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③低度协调发展区应加强金融服务和财政扶持。对于该

类型分区内的县域而言，应设法拓宽融资渠道，除银行贷款和财政上的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探索合适的直接融资方案，以

提升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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